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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叠唇碗的发展轨迹试析 

青白瓷的起源与传播问题 

汪发志
1
 

（芜湖市繁昌区博物馆 安徽 繁昌 241200） 

【摘 要】：以叠唇碗为切入点，可以从微观视角探讨白瓷南传和青白瓷的起源与传播问题。叠唇碗的传播轨迹

表明，早期青白瓷的确受到北方白瓷的影响。青白瓷的源头应在皖南和江西地区，之后向湖北、广西、广东、浙江、

福建等地传播。南宋时期，叠唇碗基本绝迹。宋末元初，青白瓷泛青的特点淡化，南方白瓷进入新的时期。 

【关键词】：青白瓷 南方白瓷 叠唇碗 起源 传播 

【中图分类号】：K876.3【文献标识码】：Ａ 

一、什么是叠唇碗 

叠唇碗[1]是指碗的口沿部分向外叠压而形成的一种碗式。其做法是：窑工在拉坯至口沿部位时，将口沿外翻、叠压，形成一

定宽度的厚唇，如果口沿残缺露出剖面，则可观察到两层之间的孔隙。这种双唇的做法学术界多称之为“叠唇”。除食用之碗

外，还有口径稍小的茶碗或茶盏做法与其一致，两者基本同步发展（图一）。 

大量资料显示，在青白瓷出现和兴盛的五代北宋时期，正是叠唇碗流行的时期。叠唇碗最先在北方白瓷窑口生产，是早期

白瓷的代表性产品之一，成熟于五代之前。伴随白瓷南传的步伐，叠唇碗被南方窑场引进吸收，同样也被大量生产。需要注意

的是，南方地区一直以青瓷为传统，青瓷碗的口部主流做法是尖唇，五代至北宋南方生产的叠唇碗并未在青瓷类产品中流行，

而基本仅限于南方白瓷（广义的南方白瓷包括青白瓷）
[3]
，这说明叠唇的做法是在白瓷—青白瓷类产品中一脉相承。因此，叠唇

碗作为这一时期从白瓷到青白瓷的标志性产品，其发展、兴盛和衰落与白瓷—青白瓷有着同频共振的规律，折射着青白瓷的起

源、发展与传播。 

 

图一//叠唇碗、盏 

                                                        
1作者简介：汪发志（1974-），男，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陶瓷考古及青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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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叠唇碗（繁昌窑产品，江苏东台北海村遗址 G1︰1)[2]2.叠唇盏（安徽繁昌骆冲窑址采集，2010 年） 

二、隋唐：叠唇碗的出现 

1.叠唇碗出现的时间、地点 

叠唇碗的诞生与细白瓷的出现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河北是中国早期白瓷的生产中心。河北境内北朝墓葬中没有发现早期

白瓷，几处北朝窑址中也仅内丘西关窑区内出土过少量具有北朝风格的早期白瓷标本，但到了隋代，无论墓葬还是窑址都有数

量可观的白瓷出土[4]，说明白瓷的大量生产应该是在隋代。就碗类而言，北朝至隋代的北方窑场，流行一种尖唇深腹饼足碗（图

二）
[5]
。此碗在青瓷和白瓷中均有大量发现，数量比例存在先后关系，且造型一致，为北方的白瓷脱胎于北方青瓷提供了极好的

例证[6]。根据秦大树先生的研究，北方白瓷的创烧是通过改良瓷器质量和在胎釉之间施化妆土两种方式实现的。前者逐渐成为制

作精细瓷器的方式，以邢窑为代表，后者则发展成为专为制作民间日用瓷的主要方法，即后来的磁州窑系[7]。 

 

图二//北朝至隋代尖唇深腹碗 

1、2.北朝青釉尖唇深腹碗3、4.隋代白釉尖唇深腹碗 

据《中国陶瓷》载，隋代白瓷窑址可确定的仅河北贾村窑（属邢窑范围之内）1处。该窑所烧瓷碗为尖唇深腹碗，其特征与

北方隋墓出土的白瓷碗吻合[8]。在冯先铭先生对贾村窑产品的介绍文字中，尚未提到叠唇碗，说明隋代叠唇碗还没有出现。到了

唐代，同样是邢窑区域的内丘遗址，其细白瓷发现最多的却是叠唇碗。由此可见，叠唇碗最早出现在唐代邢窑的内丘。由于叠

唇碗的出现有点突然，造型相对于传统的尖唇深腹碗似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引起了冯先铭的注意。他在《中国陶瓷》相应

章节中对叠唇碗作了细致描述：其基本造型为浅腹、敞口，碗身呈 45°角斜出，口缘外部凸起一周，内底平坦，外底中心凹，

形如玉璧[9]。他在后来的其他窑口遇到类似器物时强调了上述特征。 

2.叠唇碗出现的背景和动因 

相对于北方青瓷时代流行的尖唇深腹碗，邢窑叠唇碗的造型和做工有以下改变：一是口沿由尖唇变成了叠唇；二是深直腹

变成了浅斜腹；三是饼足变成了玉璧底。以上改变使得瓷碗作为主流生活用品在造型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原因值得思考。首

先，关于叠唇，刘新园认为，目的是为了降低器物口部的变形率[10]，这种解释应有一定的道理，此处理方法和同时出现花口类

尖唇碗盘的道理应该相同。如上文所述，北方白瓷初期多为施化妆土的粗瓷，粗白瓷的发展方向是后来民间日用瓷。随着白瓷

技术的成熟，高档精细白瓷需求量和生产量开始增加。精细白瓷的原料和工时成本显然要大大高于粗白瓷，因而产生保证精细

白瓷成品率的现实需求。为此，叠唇的做法被窑工创造出来，很好地保证了碗的规整度，降低了变形率。与之基本同时且大量

出现的还有各种缺花口、曲花口、葵口及海棠花形器等等，动因相同。其次，饼足为什么会改成玉璧底，这应是实际使用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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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瓷碗底足由饼足—玉璧底—宽圈足—窄圈足演变的总趋势，这一趋势不仅仅局限于白瓷，青瓷亦然。其实在玉璧底出

现之前，南北方瓷器可能都存在一个饼足上凹的阶段，已经为挖足做法的产生埋下了伏笔。较难理解的是深直腹向斜腹的转变，

这一转变使碗从整体造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即口径与器物高度的比值大大改变，形成了 45°倾斜的独特风格。这是对传统的

一种挑战，其原因可能是工艺审美的时代变化。当然，也正是这一独特的造型风格，赋予了叠唇碗特殊的文化印记，影响至今。 

以上分析说明，北方主流碗式由尖唇深腹碗过渡到叠唇斜腹碗，反映了实用的需要、时代的审美，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成

品率，这是从瓷器造型方面所反映的社会变革。那么，既然叠唇碗其叠唇做法的主要原因是保证细白瓷成品率的需要，说明其

是伴随着细白瓷的增产而出现的，这充分显示了古代窑工的智慧与创造，也从侧面印证了叠唇碗在邢窑内丘窑址最早大量生产

的原因。给这一解释提供佐证的还有装烧技术的重大变革，即漏斗形匣钵的使用。匣钵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其起源地在南

方。很长时间内，匣钵一直以简单的筒状造型为主。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窑场，隋唐以前大多采用明火或一桶多器，结合三叉

支钉间隔叠烧的装烧方法。叠唇碗出现后，为保证白瓷叠唇碗的质量和美观，邢窑窑工在装烧方式上做出重大改进，发明了漏

斗形匣钵，并采用一钵一器（即匣钵单烧）的装烧方式。从此，精细白瓷碗内再无支钉痕的瑕疵。另外，漏斗形匣钵的内部空

间与叠唇碗造型极为吻合，这种窑具的使用，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的保证，且没有对窑炉空间造成明显的浪费。我们以今人的

目光，仍可窥见北方窑工烧制细白瓷的不易及其对细白瓷的珍爱和重视。 

3.叠唇碗的早期分布 

隋唐时期，北方白瓷的另一生产中心在河南安阳、巩义、登封一带，巩义窑也流行尖唇深腹碗[11]。中晚唐时期，河南密县

西关窑有叠唇碗发现，不过普遍口径不超过 13厘米，其实应为叠唇盏，精致程度与邢窑存在明显差距[12]。晚唐时期，叠唇碗在

先后生产白瓷的陕西铜川窑（即黄堡窑或耀州窑）、河北定窑陆续有少量发现[13]。 

南方地区目前还没有唐代生产白瓷的明确报道。仅有的线索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诗句中“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霜胜

雪。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的描述，透露四川大邑窑应有白瓷碗的生产，但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同样位于四川地

区的邛窑发现有隋唐时期青中泛白或施白色化妆土的方法增加瓷器表面白度的工艺及标本，但没有发现叠唇碗[14]。江西境内烧

制白瓷最早可确定的也只能到五代时期，皖南、湖北沿江一带亦是如此。上述分析表明，叠唇碗的早期生产区域（五代以前）

应局限在北方中原地区的少数窑场。 

从墓葬情况看，南方地区早年已有发现唐代白瓷的资料公布，著名的有浙江临安水丘氏墓、钱宽墓（其年代其实已至唐末）

等。白瓷起源于北方，早期具有稀缺性和珍贵性，墓葬出土的规律是：北方发现的数量大于南方，南、北方均有（发现情况）

从少量贵族墓葬、所占比例小向中下层墓葬、随葬比例大的变化趋势。可能是丧葬习俗的原因，不论什么阶层的墓葬，叠唇碗

都不是随葬的主流。即使到五代后期及北宋时期，墓葬报道发现的叠唇白瓷碗或青白瓷碗，大多口径较小，实际上应该是茶盏

（盏在墓葬中发现的几率要大于口径较大的碗）。另外，江苏扬州唐城考古发掘[15]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亦有唐代白瓷发现的报道
[16]。其中，扬州唐城手工业遗址发现的白釉碗的数量达到近百件之多。 

所以，尽管白瓷叠唇碗在南方墓葬出土很少，但遗址中发现较多，说明其作为主要生活用品和贸易商品，最迟在唐代已流

传到南方地区，并和其他北方白瓷一起，开始对南方瓷器市场产生影响，且在五代时期促成了南方白瓷的生产。 

三、五代时期的叠唇碗 

1.北方地区生产情况 

五代是“白瓷南传”的关键时期。北方白瓷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南方已有部分窑场开始增烧或创烧白瓷。除墓葬外，港

口、沉船及海外地区均有五代白瓷的发现，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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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生产情况看，伴随着北方白瓷生产重心向定窑的转移，叠唇碗在定窑窑址被大量发现，成为主流。与此同时，河

北井陉窑、河南密县窑也有大量生产，但生产范围总体上仍在中原地区。随着产量的增加，细白瓷向中下层社会普及，定窑产

品似乎更多地面向普通大众，叠唇碗做工已经不如邢窑严谨、精致。2009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

曲阳定窑遗址中心产区进行了系统发掘。发掘资料显示，五代前期是定窑细白瓷的第一个高峰，从器物组合看，碗有叠唇和尖

唇两种。叠唇碗为斜腹（弧度小），圈足宽窄适中，足墙外直内斜，修足特色是在足外缘旋削一周。同时，叠唇盏也为数不少，

但叠唇盏的圈足足脊普遍较宽而浅，保留有从玉璧底演化而来的痕迹。叠唇碗盏基本上都采用匣钵单烧的方式装烧，几乎不见

残留支钉痕迹的标本。尖唇碗中较有特色的是一种缺口较大的五缺花口碗（图五︰1），腹较深、略斜直，此碗所占比例不低，

但在其他窑址几乎不见，说明其是五代定窑特色产品之一。因其在同期的墓葬中较为常见，可作为窑口判定的代表性器物。五

代后期是定窑细白瓷的第二高峰，产品组合大大丰富，其中的大部分产品，如口径较大、圈足稍外卷的尖唇缺花口碗（一般为

五缺且缺口小）、侈口圈足盘、花口盘等在南方地区墓葬发现的频率大大增加
[17]
（图三︰2、4—6）。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叠唇碗

在南方墓葬发现并不多，但从经常作为随葬品出现的盘类等产品发现情况看，五代后期，以定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对南方地区

的影响较唐代急剧扩大，受其影响，南方白瓷的生产呼之欲出。 

2.南方地区的生产和发现 

根据黄义军的统计，五代南方地区生产白瓷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窑、赣州窑、吉州窑、湖北青山窑、安徽泾县晏公窑（即

窑头岭）、繁昌窑等 6处[19]。由于缺乏最新的、系统的考古材料支撑，上述窑场生产白瓷的上限是否全部可以达到五代，一时还

难以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上述 6 处窑场是南方地区最早烧制白瓷的一批窑场，它们分布在皖南、湖北沿江、江西鄱阳湖及

赣江流域。除繁昌窑之外，其余 5 处窑场均有生产青瓷的基础。根据上述窑场出土标本观察，在成熟的青白瓷出现以前，南方

地区应该存在一个生产白瓷的阶段，其烧造工艺不同于北方，呈色特征又不同于典型的青白瓷，可视为南方早期白瓷。特别是

江西景德镇、赣州、吉州三处窑场，早期白瓷大多有乳白釉的特征，器物内外有较密集的支钉痕
[20]

，且多发现于周边中小型墓

葬，总体上市场定位不高（图四︰1、2）。 

 

图三//五代定窑典型白瓷产品[18] 

1.叠唇碗 2.尖唇缺花口大碗3.缺花口圈足盘4.侈口圈足盘 5、6.花口盘 

在南方地区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叠唇碗、盏发现（图四︰4—6），有些造型与定窑极为接近，并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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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足外缘旋削一周的手法[21]。这说明，南方白瓷的早期是在模仿以定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甚至不排除有北方窑工参与生产的

可能。 

相比窑址的发掘，五代墓葬或其他类型遗存的发现似乎能为南方早期白瓷的生产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 

关于五代白瓷在南方地区墓葬发现和分布情况，黄义军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并总结出了数量增多、分布区域扩大、墓主

身份不仅局限于贵族、南北方产品都有发现等规律。列举部分墓葬如下：江苏南京南唐二陵[22]、连云港海州五代墓（吴大和五

年）[23]、扬州邗江蔡庄五代墓[24]、常州半月岛五代墓[25]，湖南长沙市郊五代墓[26]，江西会昌县西江五代墓[27]，安徽合肥南唐保

大十一年墓[28]等。从区域分布看，江苏和湖南两地出土数量相对较多。从器类看，主要涉及叠唇碗（盏）、花口尖唇碗、花口圈

足盘等，尤以盘居多。 

遗址方面，代表性的有：浙江省宁波市境清寺遗址、东门口码头遗址[29]，五代时期叠唇器少见，尖唇花口碗、盘多；广州

南越国宫署遗址，见诸报道的是叠唇盏和花口圈足盘[30]，另有一些内外粘支钉痕碗盘标本，资料未系统公布；江苏张家港黄泗

浦遗址，五代叠唇碗盏数量较多，大多釉色泛黄，圈足略宽而浅，足脊面显粗糙[34]。 

沉船方面，主要有 920—960年的印坦号沉船和年代上限为968 年的井里汶沉船，两沉船均发现一定数量的五代白瓷，尤其

以花口圈足盘居多，其中印坦号沉船的莲瓣纹粉盒、斜弦纹粉盒与繁昌窑颇为接近[36]。 

上述墓葬、遗址、沉船出土的五代白瓷数量至少有数百件之多，类型主要为碗、盏、盘、盒等。以本文所能收集到的资料，

盘的数量最多。碗常见尖唇缺花口和叠唇两种，前者略多于后者。关于这些五代白瓷的窑口归属问题，学术界经过多年研究难

有定论，最后倾向于南北方窑口都有。其中，双脊花口盘、豁口较大的尖唇花口碗属于定窑几乎没有争议，内外有较多支钉痕

的叠唇碗和折沿圈足盘归到景德镇地区应该没有问题。颇难定论的是部分口径较小的圈足盘（图六︰1、2）、圈足较宽浅的叠唇

盏（图五︰2、3），其窑口归属颇多争议。20世纪 90年代，有学者公布了一件采自泾县晏公窑的五缺花口圈足盘标本（图四︰3），

与上述多数存疑的五代白瓷盘特征颇为吻合，被认为是五代宣州窑研究的重大突破[37]。2005 年的“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来自台湾的杜劲甫做了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38]。几年前，又有学者在晏公窑窑址采集到几件宽圈

足碗、盏标本（图六︰3、4)[39]，颇具玉璧底转化而来的特征，其时代应为五代无疑。由此，南方地区发现的尚有存疑的五代白

瓷，其产地似乎指向了安徽泾县的晏公窑。从其保留玉璧底特征的宽圈足来看，不仅其烧造时间可能稍稍领先江西地区，其普

遍没有支钉痕迹的现象，表明其装烧工艺和市场定位都要高于江西窑场。尤其是圈足盘与定窑同类器物的吻合度极高，可视为

“白瓷南传”的重要证据之一。如是，不仅说明南方白瓷早期烧造的源头在此，亦为宣州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期待

系统的调查发掘资料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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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南方窑址出土早期白瓷标本 

1.内外底粘支钉痕白釉圈足盘（景德镇兰田窑窑址采集）2.内底粘支钉痕白釉叠唇碗（景德镇地区窑址采集）3.侈口圈足

盘（泾县晏公窑窑址采集）4.五代白釉叠唇盏（12JLAT3(2)，兰田窑出土）[31]5.五代叠唇碗（12JLAT3(3)，兰田窑出土）[32]6.

五代北宋早期叠唇盏（王麻 T30(5)︰11，湖北青山窑出土）[33] 

 

图五//南方地区墓葬、遗址出土五代白瓷 

1.五缺花口碗（南唐二陵李璟墓出土）[35]2、3.叠唇盏（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图六//南方墓葬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 

1、2.缺花口圈足盘（繁昌县博物馆藏，1992 年荻港芦南征集，藏品号︰0716/C︰378)3、4.宽圈足白瓷碗（晏公窑窑址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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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宋代青白瓷窑址分区示意图[40] 

A 区：长江中下游南岸沿江地区 B区：赣江流域 C区：湘江流域 D区：钱塘江流域 E区：闽江、晋江流域等东南沿海地区 F

区：岭南地区 

四、两宋时期的叠唇碗 

北宋早期至中期，青白瓷的生产主要以皖南、湖北沿江、江西鄱阳湖及赣江流域为中心展开，并传播至岭南地区（图七）。

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青白瓷窑场均有叠唇碗盏的发现，且造型、做法接近一致，反映了共同的文化传播背景。尤其是与繁昌窑

相距数百公里的湖北青山窑和上千公里的广西桂平窑[41]都发现了非常类似的产品组合和造型风格，应存在繁昌窑对两地的技术

传播因素，黄义军因此认为与繁昌窑外销路线有关，当有一定的道理[42]。北宋中期以后，青白瓷生产区域急剧扩大至钱塘江流

域、闽江流域及泉州一带，但叠唇碗的生产势头出现式微迹象。如繁昌窑的叠唇碗由斜腹向直弧腹转变，叠唇有变窄退化的趋

势[43]，江西地区湖田窑、南丰白舍窑则几乎没有生产。与浙江、福建地区青白瓷窑场的创烧是因外销市场推动有关，其产品种

类和风格更多是面向海外市场，碗盏类产品以尖唇为主，叠唇碗更是几乎不见。 

南宋时期，青白瓷继续在浙江、福建地区推广，窑场数量增加。另外，湖南地区也开始有大规模生产。此时，南方青白瓷

老产区如皖南、湖北、广西等地已基本停烧，江西地区流行覆烧工艺，福建也大量出现覆烧芒口器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叠

唇碗基本绝迹。从文化角度而言，南宋时期，南方青白瓷已完全摆脱了北方白瓷的影响，形成自身特色和风格体系，叠唇碗盏

的消失实际上是北方白瓷文化在南方的消亡。更主要的，随着青白瓷技术的提高，薄胎尖唇口沿完全成熟，产品规整度得以保

证，叠唇的做法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必然。 

宋末元初，景德镇推出卵白釉瓷，福建白瓷异军突起，青白瓷泛青的特点渐渐淡化，南方白瓷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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